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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 Ｈａｌｌａｋ和Ｓｉｖａｄａｓａｎ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工资扭曲，讨论了工资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

响，并刻画出“成本效应”和“能力效应”两大影响机制，在拓展模型中进一步在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证明了高工

资扭曲总会使得企业倾向于生产低质量的产品。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本文证实了

工资扭曲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整体上表现为负向抑制作用。同时，“成本效应”和“能力效应”分别表

现为高成本强度企业和高能力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所受到的工资扭曲的负面影响相对较低。进一步的拓展性

研究还表明，工资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主要表现在产品质量高的企业和外资企业。这些实证研究结

论意味着对工资扭曲的纠正不仅会激励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而且对中国出口竞争新优势的培育以及外贸的

转型升级均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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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经济已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经济增长正面临着由要素驱动和投资
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换。从外贸的角度看，着力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实现出口从“量”的
扩张到“质”的提升，是新常态下中国外贸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应有之义。但长期以来，我国要素市场改
革相对滞后，在要素价格扭曲背景下，不少企业对成本优势颇为依赖，对低价竞争过于迷恋，并因此导
致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动力不足。加入 ＷＴＯ以来，我国的工资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工资水平的上
涨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我国工资扭曲状况的一种纠正。这种纠正的过程可能因为企业用工成本的上
升而削弱了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但也可能倒逼那些原先过于依赖成本优势进行低价竞争的企业转向
关注质量提升。那么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工资扭曲是否确实制约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对工资扭曲的纠正能否激发企业努力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既有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要素价格扭曲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展开。要素价格扭曲是指要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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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报酬偏离要素应得报酬的情形。如果一国存在要素价格扭曲，那么要素价格就不再真实反映一国
要素禀赋的丰裕程度，从而对一国的贸易产生影响。改革开放之初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城
乡劳动市场和区域劳动市场的割裂，以及劳动力的完全自由流动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中国的工资水
平长期被人为地压低，工资扭曲使得企业生产的低成本优势得以维系，出口贸易规模获得了持续的扩
张。从成本的角度出发，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工资扭曲所形成的低成本优势有助于出口规模的扩张。
例如，张曙光和程炼认为要素价格扭曲会导致贸易品价格的低估［１］；施炳展和冼国明、冼国明和程娅
昊以及张杰等的研究均发现，总体上看，要素价格负向扭曲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２］［３］［４］；Ｈｕａｎｇ和

Ｔａｏ指出包括劳动要素价格扭曲在内的要素价格扭曲导致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较低的生产成本提
升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工资扭曲下的“低工资”所造成的国内需求不足在客观上逼迫企业
更多地寻求出口而不是在国内市场销售，由此引发并加剧中国的外部失衡［５］。
但仅从成本角度去认识工资扭曲的影响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依据微观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任何

形式的要素价格扭曲首先造成的是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从而带来效率损失。一些针对中国的文献研
究结果也表明，扭曲对生产效率存在负向影响。例如，Ｈｓｉｅｈ和Ｋｌｅｎｏｗ的研究认为，去掉扭曲后，加
总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提高９０％［６］；而罗德明等在ＤＳＧＥ模型中加入企业层面ＴＦＰ的异质性及其增
长路径的异质性，并且内生化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他们的测算结果表明，在去掉扭曲之后，加总的

ＴＦＰ将增长９．１５％［７］。类似的研究还见于赵自芳和史晋川［８］、林伯强和杜克瑞［９］、邵宜航等的文
献［１０］。尽管已有研究关于要素价格扭曲对效率造成损失的数值大小存在差异，但大多认同要素价格
扭曲将带来效率损失。仅就工资扭曲而言，它之所以对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其可能的原因是：工资扭
曲所带来的“低工资”形成了低的激励水平［１１］，从而造成工人生产效率降低［１２］［１３］，并且较低的工资水
平还会导致人才流失［１４］，低成本优势还会降低企业的研发动力［１５］，以及对劳动投入的过度依赖而形
成的资源错配等。因此，工资扭曲所形成的低成本优势可能有利于推动出口规模的扩张，但工资扭曲
所引发的效率损失或对创新的激励不足很可能不利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纵观我国出口的发展历程，在加入 ＷＴＯ之后，出口规模固然获得了快速的扩张，但与此同时，诸

多的经验研究表明，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提升甚至还呈现出总体下降的态势。
例如，施炳展的研究结论显示，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呈现上升趋势，但本土企业出
口质量下降，外资企业出口质量上升［１６］；张杰等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总体上表现出轻
微下降趋势，但呈Ｕ型变化态势［１７］；李坤望等的研究发现，大量低品质出口关系进入出口市场，造成
加入 ＷＴＯ后中国出口产品品质持续下滑［１８］。从我们的测算结果来看，即便排除了企业进入退出的
影响，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也未见显著提高。由此，我们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命题，即因工资扭曲所
造成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以及激励缺失抑制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意味着工资扭曲所形
成的低成本优势，造成了我国在出口贸易发展过程中很可能是以抑制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为代价来
推动出口规模扩张的。
从笔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学界关于工资扭曲与出口规模二者关系的研究已经不少，但鲜有

文献将工资扭曲与出口产品质量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王明益和戚建梅的研究发现劳动力价格扭曲较
轻时会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但在扭曲较重时会阻碍企业产品质量升级［１９］。这是与本文最为
直接相关的研究，但该文献的研究结论基于企业层面，而本文的研究则基于更为细化的产品－目的地
层面。本文的这一尝试主要出于以下考虑：其一，规避多产品企业质量加总的难题；其二，规避潜在的
反向因果问题；其三，通过严格的固定效应控制来大幅度降低变量遗漏的问题，进而得到稳健可信的
实证结论。此外，本文在 Ｈａｌｌａｋ和Ｓｉｖａｄａｓａｎ模型的基础上［２０］，构建包含工资扭曲因素的质量异质
性理论框架，刻画出工资扭曲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成本效应”和“能力效应”渠道，并在实证中加
以验证，这对已有理论是一个有益的拓展。本文论证了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高工资扭曲总会使企业
倾向于选择生产低质量产品；在经验研究上，基于细化的产品－目的地层面验证了工资扭曲对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并发现高成本企业和高能力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受工资扭曲的负面影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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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小，这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这些实证研究结论意味着对工资扭曲的纠
正会激励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同时对中国出口贸易竞争优势培育具有积极影响。这些经验事实
发现为我们正确看待近十几年来的工资上涨及其对出口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依据，也可以为中
国相关政策的调整和制定提供参考。

二、理论模型

本文在 Ｍｅｌｉｔｚ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２１］，在厂商设定部分主要借鉴Ｈａｌｌａｋ和Ｓｉｖａｄａｓａｎ的
设定［２０］，引入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并借鉴 Ｈｓｉｅｈ和Ｋｌｅｎｏｗ的研究［６］，将外生的工资扭曲引入模型①，
最终刻画出生产不同产品质量的企业如何因为工资扭曲的变动而改变它们的出口产品质量选择。同
时借鉴Ｓｐｅｎｃｅ的博弈分析思路［２２］，引入不完全信息因素对模型进行拓展，通过博弈均衡来识别在高
扭曲水平条件下企业对出口产品质量的选择。

（一）基本模型设定
给定ＣＥＳ型的效用函数，对于商品ｉ，其需求函数为ｑｉ＝ｐｉ－σθｉσ－１　Ｅ／Ｐ，其中ｑ表示商品ｉ的需求

量，ｐ表示商品ｉ的价格，θ表示商品ｉ的质量，Ｅ表示消费者支出，Ｐ表示总价格指数，σ＞１，表示两种
产品间的替代弹性。
我们假定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工资扭曲，即企业最终所支付的不是市场均衡工资ｗｊ，而是经过

工资扭曲调整的ｗｊ／ｄｊ［６］，ｄ代表工资扭曲程度②，将均衡工资标准化为１。进而，借鉴 Ｈａｌｌａｋ和Ｓｉｖａ－

ｄａｓａｎ的设定［２０］，厂商ｊ生产质量为θ的产品的边际成本为
１
ｄｊφｊ

·θｊγ，其中０＜γ＜１，φｊ表示厂商ｊ的

劳动生产率。同时生产质量为θ的产品的固定成本为Ｆ＋θｊτ／ξｊ ｄｊ（ ），其中Ｆ＞０，为定值，ξｊ表示企业ｊ
获取相应产品质量的能力，τ表示厂商ｊ为获取质量θ所需支付固定成本的程度。我们基于已有研
究，假定ξｊ与企业的扭曲水平负相关，并以此刻画扭曲所造成的诸如激励水平不足、研发动力不足等
效率损失，为确保凹性，假定τ＞ σ－１（ ）１－γ（ ）。进而，工资扭曲水平ｄｊ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能力ξｊ来
反映工资扭曲带来的效率损失，扭曲越大的企业为了得到质量θ需要付出更高的固定成本。

（二）均衡

在垄断竞争市场下，加成定价ｐｊ＝
σ
σ－１

·１
／φｊ
ｄｊ
·θｊγ，厂商利润πｊ＝

１
σ－１

·１
／φｊ
ｄｊ
·θｊγ·ｑｊ－Ｆ－θｊτ／

ξｊ ｄｊ（ ），其中ｑｊ＝
σ
σ－１

·１
／φｊ
ｄｊ
·θｊγ（ ）－σ·θｊσ－１·ＥＰ，求解利润最大化问题，得到均衡的表达式为：

θｊμ＝Ｄ　１／φｊ（ ）１－σ·ｄｊσ－１·ξｊ ｄｊ（ ） （１）

其中，μ＝τ－ σ－１（ ）１－γ（ ）＞０，Ｄ＝
σ－１（ ）１－γ（ ）

τ
· σ－σ

σ－１（ ）１－σ
·Ｅ
Ｐ
。

由式（１）可见，工资扭曲与产品质量的关系并不确定，一方面，ｄｊσ－１反映了工资扭曲通过降低成
本，使得企业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有能力通过研发或工艺的精进来追求更高的产品质量；另一方
面，ξｊｄｊ（）反映了扭曲所造成的效率损失，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能力，使得企业很难获得更高的产品质量。
因而工资扭曲对产品质量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企业成本的节约和企业能力的损失之间的权衡。在下文，
我们进一步通过一个博弈框架说明，在高扭曲背景下，扭曲对于企业提升产品质量总是不利的。

（三）扩展－工资扭曲背景下的产品质量选择
为了控制需求因素，我们考虑存在两个对称企业同时生产一种产品的情形。这两个企业生产的

产品差异仅仅局限于质量，这两个企业可以选择生产低质量或高质量的产品，其对应选择集为｛θＬ，

θＨ｝，下标Ｌ表示低质量产品，下标 Ｈ表示高质量产品。同时，这两个企业在各自的生产能力上存在
差异，高能力的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的成本会小于低能力的企业。具体而言，我们在企业边际成本和

固定成本部分均加入调节项
θｊ
θｔｙｐｅ
，当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θｊ与其能力θｔｙｐｅ相符时，调节作用为１，当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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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产品质量低于它的能力时，成本调节部分会有小于１的调整。基于此，边际成本为
１
φｊｄｊ
·θｊ
θｔｙｐｅ
·θｊγ。

将ξｊ ｄｊ（ ）简单显性化为１／ｄｊ，并出于求解的方便设定τ＝１，从而固定成本为Ｆ＋
θｊ
θｔｙｐｅ
ｄｊθｊ。

消费部分再加入一层嵌套，对于ｉ产品，消费者的需求为对这两个厂商的需求之和。在两个企业
产品的需求方面，借鉴Ｓｐｅｎｃｅ的研究，消费者在选择了ｉ产品后，他们要进一步实现自己出价与产品
质量之差的平方和最小化，即实现“一分钱一分货”的目标［２２］。

假定信息不完全，那么企业面临名声定价，两个企业都接受ｉ产品社会名声θ槇的定价ｐ槇，依据消费

者的出价原则，ｐ槇＝θ槇，企业的需求标准化为ｑｊ＝
θｊ／θ槇

ｐ槇
，与基准模型的设定相比，它相当于假定了同类产

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为单位弹性。我们用下标１表示高能力的企业，下标２表示低能力的企业，其利润

πｊ＝ｐ槇ｑｊ－
１
φｊｄｊ
·θｊ
θｔｙｐｅ
·θｊγｑｊ－Ｆ－

θｊ
θｔｙｐｅ

ｄｊθｊ（ ）。

当高能力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时，π１，Ｈ＝
θＨ

θ槇
－
１
φｊｄｊ
θＨγ
θＨ

θ槇
－Ｆ－ｄｊθＨ。

当高能力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时，π１，Ｌ＝
θＬ

θ槇
－
１
φｊｄｊ
θＬγ
θＬ

θ槇
θＬ
θＨ
－Ｆ－

θＬ
θＨ
ｄｊθＬ（ ）。

当低能力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时，π２，Ｈ＝
θＨ

θ槇
－
１
φｊｄｊ
θＨγ
θＨ

θ槇
θＨ
θＬ
－Ｆ－

θＨ
θＬ
ｄｊθＨ（ ）。

当低能力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时，π２，Ｌ＝
θＬ

θ槇
－
１
φｊｄｊ
θＬγ
θＬ

θ槇
－Ｆ－ｄｊθＬ。

首先，讨论基准的分离均衡情形，即给定θ槇所满足的连续统，最后的均衡选择是高能力企业生产高
质量产品，而低能力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此时激励相容条件要求π１，Ｈ＞π１，Ｌ，同时π２，Ｌ＞π２，Ｈ，即可得

到分离均衡下的θ槇连续统。

θ槇满足：

１－ｘ（ ）－
１
φｊｄｊ

θＨγ－ｘθＬγ·ｘ（ ）＞ｄｊθ槇１＋ｘ（ ）１－ｘ（ ）＞ｘ　１－ｘ（ ）－
１
φｊｄｊ

θＨγ－ｘθＬγ·ｘ（ ） （２）

其中，０＜ｘ＝
θＬ
θＨ＜

１。

式（２）为本文的核心不等式，其右半边代表了低能力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左半边代表了高能力
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可以看到，工资扭曲的影响比较复杂，不等式中的三部分关于ｄｊ均是单调递减

的，但递减速率存在差异，中间是线性的，而左右侧显然关于工资扭曲二阶导大于０，因此，存在ｄ＊，在

ｄ＊之前，扭曲的加深会放松左半边不等式成立条件，但使右半边不等式成立条件更苛刻，会激励高能
力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同时也倾向于激励低能力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但在ｄ＊之后，如果扭曲加
深，会激励高能力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同时低能力企业也更倾向于生产低质量产品。因此，可以得
到如下结论：工资扭曲存在分界点，当工资扭曲足够高时，扭曲进一步加深会激励高能力企业生产低
质量产品，同时低能力企业也更倾向于生产低质量产品，进而降低社会整体的产品质量水平。
其次，来考察我们更感兴趣的情况，刻画如下的混同均衡：高能力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同时低能力

企业也生产低质量产品。它意味着π１，Ｈ＜π１，Ｌ、π２，Ｌ＞π２，Ｈ成立，即 １－ｘ（ ）－
１
φｊｄｊ

θＨγ－ｘθＬγ·ｘ（ ）＜ｄｊθ槇·

１＋ｘ（ ）１－ｘ（ ）。上文已经分析，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在ｄ＊之后，扭曲进一步加深，或者在ｄ＊之前，工资
扭曲持续减弱，就会得到这一结果。再刻画如下的混同均衡：高能力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同时低能

４３１



力企业也生产高质量产品。它要求π１，Ｈ＞π１，Ｌ、π２，Ｌ＜π２，Ｈ成立，即ｄｊθ槇１＋ｘ（ ）１－ｘ（ ）＜ｘ　１－ｘ（ ）－
１
φｊｄｊ

θＨγ－ｘθＬγ·ｘ（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在ｄ＊之后，扭曲减轻，或是在ｄ＊之前，扭曲加重均会导致这一
结果。
总结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当工资扭曲足够高时，高工资扭曲总会促使企业生产低质量的产品，对

工资扭曲的纠正则会激励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进而提升社会整体的产品质量水平。

三、实证策略、变量与数据

（一）实证模型构建与实证策略
本文的实证模型在式（１）的基础上进行构造，借鉴已有研究，得到本文的基准实证模型：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ｄ，ｔ＝β１ｌｏｇ（Ｄｉｓｔｌｊ，ｔ－１）＋β２ｌｏｇ（Ｔｆｐｊ，ｔ－１）＋γＸｊ，ｔ－１＋λｉｊｄ＋λｉｄｔ＋εｊ，ｔ （３）

其中，下标ｉ表示 ＨＳ６产品，ｊ表示企业，ｄ表示出口目的国，ｔ表示年份。Ｑｕａｌｉｔｙ表示出口产品
质量。

Ｄｉｓｔｌ为工资扭曲，是本文实证研究的核心变量，同时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可以帮助我们控制企业
生产率水平。Ｘ为控制变量向量，借鉴已有研究，我们选取企业规模（Ｌａｂｏｒ）、投入结构（Ｒａｔｉｏ）、补贴
（Ｓｕｂｓｉｄｙ）、企业年龄（Ａｇｅ）、融资约束（Ｆｉｎａｎｃｅ）、外资占比（ＦＤＩ）以及公有资本占比（ＳＯＥ）等变量。
为了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对所有企业层面变量均进行了一阶滞后。鉴于本文所用数据为典
型的短面板，对标准误均采用异方差稳健修正。同时，为了剔除异常值的影响，我们在估计中对被解
释变量产品质量、核心解释变量工资扭曲以及关键控制变量企业生产率均进行５％的缩尾处理。
本文的实证建立在“企业－产品－目的地－年份”这一细分的高维面板下，它使得我们可以进行

严格的固定效应控制，从而尽可能降低遗漏变量的问题。在固定效应的控制方面，选择控制“企业－
产品－目的地”联合固定以及“产品－目的地－年份”联合固定，以控制海外市场需求变动以及偏好改
变的影响（“产品－目的地－年份”联合固定），同时也可以控制不同企业、不同产品在不同目的地的固
有差异（“企业－产品－目的地”联合固定）。基于细化的“产品－目的地”层面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可以
帮助我们缓解潜在的反向因果问题，同时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可以帮助我们剔除快速进入退出出口
市场的企业③，使得本文更可能得到准确的估计结果。

本文首先在式（３）基础上进行基准估计，考察工资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从企业、产
品、目的地等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而后，与理论模型一致，我们分别检验工资扭曲影响企业出口产
品质量的“成本渠道”和“能力渠道”，并分别选用两个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考察。最后基于分样本从
所有制和产品质量角度进行细化分析，拓展和丰富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

（二）核心指标测度

１．工资扭曲
对于工资扭曲的测算，惯用的做法是利用Ｃ－Ｄ生产函数来估计劳动要素价格扭曲，用增加值对

投入要素进行回归，如 Ｈｓｉｅｈ和Ｋｌｅｎｏｗ、盛仕斌和徐海等的研究［６］［２３］。设生产函数为：

Ｙ＝ＡＫαＬβ

记工资扭曲为Ｄｉｓｔｌ，则Ｄｉｓｔｌ＝ＭＰＬ／ｗ。其中，ＭＰＬ是劳动的边际产出，ｗ是工资水平，亦即：

Ｄｉｓｔｌ＝β
ＡＫαＬβ－１

ｗ ＝β
Ｙ
Ｌｗ

因此，测算工资扭曲的关键在于对劳动－产出份额β的估计。我们借鉴 Ｈｓｉｅｈ和Ｋｌｅｎｏｗ的建
议，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二位码上分组回归［６］，并采用更为稳健的ＡＣＦ方法测算出β，同时测算出企
业的生产率水平。

２．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主要借鉴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等、Ｐｏｎｃｅｔ和Ｘｕ的方法估计企业－ＨＳ６产品－目的地层面的出口产

５３１



品质量［２４］［２５］。具体来说，对上文理论模型中产品ｉ的需求函数ｑｉ＝ｐｉ－σθｉσ－１Ｅ／Ｐ两边取对数④，得到：

ｌｎｑｉ＋σｌｎｐｉ＝ σ－１（ ）ｌｎθｉ＋ｌｎＥ－ｌｎＰ
可以看到，其中关于宏观因素的影响可通过引入目的地和时间联合固定效应来进行控制，进一步

通过引入 ＨＳ６产品固定效应来控制产品间的固有差异。替代弹性σ的取值来自于Ｂｒｏｄａ等给出的

ＨＳ３位产品的弹性表［２６］。由此我们构造出本文的质量测算方程：

ｌｎｑｉ．ｔ＋σｈｌｎｐｉ，ｔ＝χｉ＋χｄｔ＋εｉ，ｔ
其中σｈ表示 ＨＳ３位码上的σ取值，χｉ表示 ＨＳ６产品个体固定效应，χｄｔ表示目的地－时间联合固

定效应。我们所需要的质量对数值（下文用ｌｏｇ（Ｑｕａｌｉｔｙ）表示）就是估计出的残差εｉ，ｔ除以 σｈ－１（ ）。
（三）数据处理与变量说明
本文主要对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进行匹配来获得所需要的微观层面

数据。在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处理上，本文主要借鉴Ｃａｉ和Ｌｉｕ的方法以及聂辉华等的思路［２７］［２８］，对
于每年的数据，首先剔除明显不合理的观测值，包括重要变量缺失的样本，如就业人数、工资、总产值、
销售额等数据缺失；不符合会计准则的样本，如总资产不等于总负债与所有者权益之和等；明显存在
错误的样本，比如从业人员为零、产出为零等。其次，本文剔除了不满足“规模以上”要求的企业，但本
文的标准相对于Ｃａｉ和Ｌｉｕ来说更宽松，本文主要剔除了从业人员小于８的企业。再次，本文对工
资、产出、固定资本净值等关键变量取分位数，剔除上下各０．５％的数据。最后，本文对企业产出、工资
总额等按照ＣＰＩ进行平减。
在海关数据方面，首先剔除缺失重要信息的样本，如企业名称缺失等，为了使出口产品质量的测

算能够更为准确，本文剔除了所有的贸易公司⑤。其次，海关数据库是月度数据，为了对质量进行测
算，本文将数据规整到“企业—产品—目的地—年度”层面；在月度内，按照“企业—产品—目的地”进
行加总⑥；在同一年内，按照税号将不同月份的数据进行匹配，进一步按照“企业—产品—目的地”进行加
总。最后，为了使得不同年份之间可比，本文借鉴Ｂｒａｎｄｔ等的方法按照出口目的地的ＣＰＩ对出口额进行
平减［２９］。
本文借鉴余淼杰的做法将两大数据库按照年份进行匹配，即首先按照企业名称进行匹配，然后进

一步按照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的后七位进行匹配［３０］，最后仅保留制造业企业样本。为直观起见，表１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名称、数据来源及测算说明。
　表１ 变量名称、数据来源及测算说明

变量名 含义 数据来源及测算说明

Ｑｕａｌｉｔｙ 出口产品质量 笔者测算得到，详见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部分

Ｄｉｓｔｌ 工资扭曲 笔者测算得到，详见工资扭曲的测算部分

Ｔｆｐ 全要素生产率 笔者基于ＡＣＦ法测算得到，详见工资扭曲的测算部分

Ｌａｂｏｒ 企业规模 工业企业数据库，从业人员数

Ｒａｔｉｏ 投入结构 工业企业数据库，固定资本净值除以从业人员数

Ｓｕｂｓｉｄｙ 补贴 工业企业数据库，补贴

Ａｇｅ 企业年龄 工业企业数据库，年份减去开业年加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 融资约束 工业企业数据库，利息支出除以销售收入

ＦＤＩ 外资占比 工业企业数据库，港澳台资本与外资资本之和除以实收资本

ＳＯＥ 公有资本占比 工业企业数据库，国有资本与集体资本之和除以实收资本

　　所有变量以前缀“ｌｏｇ”表示相对应的自然对数值，补贴等存在大量零值的变量加１后取对数。主
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２所示，限于篇幅，我们没有汇报出相关系数矩阵（备索）。

四、实证研究

（一）工资扭曲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１．工资扭曲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基准回归
我们首先对式（３）进行基准估计，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列（１）为基准结果，列（２）仅保留了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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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列（３）汇报了未进行缩尾处理的估计结果，列（４）对标准误按企业进行了聚类稳健修正。结
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工资扭曲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这一作用在不同的模型设
定、极端值处理以及标准误稳健修正后没有发生质的改变。

　表２ 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２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ｌｏ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ｄ，ｔ） ０．０２７　 ２．２０３ －０．８００　 ０．８９０

ｌｏｇ（Ｄｉｓｔｌｊ，ｔ） １．８９７　 ０．８９１　 １．２９８　 ２．４２２

ｌｏｇ（Ｔｆｐｊ，ｔ） ４．６６９　 ０．８５７　 ４．６３４　 ５．２０３

ｌｏｇ（Ｌａｂｏｒｊ，ｔ） ５．８４１　 １．２２１　 ５．４０６　 ６．６０４

ｌｏｇ（Ｒａｔｉｏｊ，ｔ） ３．５４０　 １．３１４　 ２．６５７　 ４．４１３

ｌｏｇ（Ｓｕｂｓｉｄｙｊ，ｔ） １．４７９　 ２．５１１　 ０．０００　 ３．０４５

Ａｇｅｊ，ｔ １０．２０４　 ９．６４７　 ５．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Ｆｉｎａｎｃｅｊ，ｔ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

ＦＤＩｊ，ｔ ０．５０９　 ０．４４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ＳＯＥｊ，ｔ ０．０７５　 ０．２２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３ 工资扭曲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４）

ｌｏｇ（Ｄｉｓｔｌｊ，ｔ－１） －０．００５９３＊＊ －０．００６０６＊＊ －０．００５０５＊ －０．００５９３＊＊

（０．００２８５） （０．００２８５） （０．００２７４） （０．００２６１）

ｌｏｇ（Ｔｆｐｊ，ｔ－１）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０４６３） （０．００６２９） （０．００４６１）

ｌｏｇ（Ｌａｂｏｒｊ，ｔ－１） ０．０５２５＊＊＊ ０．０８２８＊＊＊ ０．０５２５＊＊＊

（０．００５４６） （０．００７０３） （０．００５４３）

ｌｏｇ（Ｒａｔｉｏｊ，ｔ－１） ０．００７９０＊＊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０７９０＊＊

（０．００３４９） （０．００４７３） （０．００３４４）

ｌｏｇ（Ｓｕｂｓｉｄｙｊ，ｔ－１） ０．００００４２２　 ０．００１９６＊ ０．００００４２２
（０．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１０４） （０．０００７３）

Ａｇｅｊ，ｔ－１ ０．０００２６１　 ０．０００２２５　 ０．０００２６１
（０．０００４７２） （０．０００６５７） （０．０００４６８）

Ｆｉｎａｎｃｅｊ，ｔ－１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５２７） （０．０４１３）

ＦＤＩｊ，ｔ－１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９８３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１０２）

ＳＯＥｊ，ｔ－１ ０．００９４７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０９４７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１０６）

ＨＳ６－Ｆｉｒｍ－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ＨＳ６－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　 ３９５２３１　 ３９６０６８　 ５３５４５９　 ３９５２３１
Ａｄｊ．Ｒ２ ０．７４３　 ０．７４３　 ０．８２０　 ０．７１１

　　注：＊表示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列（１）～（３）中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列（４）括号内为按企业聚类
的稳健标准误。

　　由表３列（１）可以发现，工资扭曲显著地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其原因可能是多
方面的，比如，Ｂｕｅｒａ等、聂辉华和贾瑞雪、陈永伟和胡伟民以及 Ｈｓｉｅｈ和Ｋｌｅｎｏｗ等均指出扭曲的存
在会导致效率损失［３１］［３２］［３３］［６］，这既表现在张杰等所指出的，企业对要素价格扭曲所形成的低成本优
势的依赖，很可能削弱了企业进行科研创新、提升生产效率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动机［１６］，也表现在扭
曲所造成的低工资还可能降低劳动者的热情［１１］，并造成人才外流［１４］。工资扭曲所带来的这些负面
影响都可能对出口产品质量形成抑制作用。因而，我们认为，伴随着近十几年来工资的持续上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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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扭曲的纠正有助于倒逼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生产率水平、企业规模以
及资本劳动比等对出口产品质量均有正面的促进作用，这与樊海潮和郭光远等的研究结论类似［３４］，

此处我们不再赘述。结合施炳展和冼国明、冼国明和程娅昊以及张杰等的发现［２］［３］［４］，可以认为工资
扭曲在促进企业出口规模扩张的同时，抑制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２．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样本在细化的“产品－目的地”层面，因此，基准回归可能面临异常值的挑战。虽然通过滞

后一期可以帮助我们仅保留存在稳定出口关系的企业样本，从而回避李坤望等所指出的企业快速进
入退出出口市场的问题［１８］，基准回归中也对比了关键变量未进行缩尾的估计结果，但单一产品与多
产品的差异、单一目的地与多元目的地的差异、企业是否是外向型企业以及入世的影响等因素仍有可
能导致本文的估计主要反映的是局部极端样本的信息。基于此，我们就上述问题进行稳健性检验，估
计结果如表４所示。列（１）剔除了单一企业观测值不足１０个的样本，可以帮助我们考察非稳定出口
企业样本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列（２）剔除了企业出口产品单一目的地的样本，帮助我们考察单一目的
地因素的影响；列（３）剔除了出口额在分位数５％以下的样本；列（４）剔除了出口占销售收入比重在分
位数５％以下的样本，列（３）和列（４）帮助我们考察内向型企业样本的影响；列（５）剔除了雇佣人数不
足２５人的样本，考察小型企业对整体估计结果的影响；列（６）对２００２年后的子样本进行了估计，用以
考察贸易开放因素的作用。不难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保持了高度的稳健。限于篇幅，我们
省去了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备索）。我们也尝试引入工资扭曲的二次项以考察工资扭曲可能存在的
非线性影响，但未能得到具有统计显著意义的结果。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我国在样本期间内处于
高扭曲水平的环境中，基于现有样本无法验证理论模型中工资扭曲影响作用的拐点；另一方面，我们
在细化的产品－目的地层面上对其他因素的严格控制可以剥离掉遗漏变量所造成的非线性影响，结
果不再列出（备索）。

　表４ 工资扭曲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多产品 多元目的地 企业出口规模 企业外向度 企业规模 入世后样本

ｌｏｇ（Ｄｉｓｔｌｊ，ｔ－１） －０．００６２４＊＊ －０．００５８９＊＊ －０．００５９２＊＊ －０．００５９７＊＊ －０．００５９０＊＊ －０．００６１５＊＊

（０．００２９６） （０．００２９８） （０．００２８５） （０．００２８４） （０．００２８５） （０．００３０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ＨＳ６－Ｆｉｒｍ－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ＨＳ６－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　 ３３１６０１　 ３０４２８３　 ３９４７５０　 ３８７９９４　 ３９２７３０　 ３６１２４２
Ｒ２ ０．８７４　 ０．８８４　 ０．８７４　 ０．８７５　 ０．８７４　 ０．８７８
ａｄｊ．Ｒ２ ０．７３７　 ０．７４８　 ０．７４３　 ０．７４４　 ０．７４３　 ０．７４６

　　注：＊表示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二）工资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检验
本文在理论模型部分论述了工资扭曲通过降低企业成本和降低企业能力两个方面影响企业产品

质量，其中成本效应表现为正面影响，而能力效应表现为负面影响。在这一部分，本文就具体的机制
进行实证检验。在成本效应的代理变量方面，我们使用企业的成本强度（Ｃｏｓｔ）来代理企业成本，具体
而言，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销售额减去利润除以销售额来衡量一个企业的成本约束程度。同时，

我们也借鉴都阳和曲玥关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思想［３５］，使用Ｔｆｐ规范工资水平剥离人力资本的影
响，进而作为劳动力成本（Ｌｃ），具体而言，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工资总额除以从业人员数再除以企
业生产率水平，作为稳健性考察。在能力效应的代理变量方面，采用企业的成本加成率（Ｍａｒｋｕｐ）作
为企业能力的代理变量，具体测算借鉴Ｋｅｌｌｅｒ和Ｙｅａｐｌｅ所采用的会计法构造［３６］。同时，我们也直接
使用企业Ｔｆｐ作为稳健性考察。相关的回归结果列于表５中。限于篇幅，我们没有汇报控制变量的
具体估计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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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工资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检验：成本效应与能力效应

Ｐｒｏｘｙ
（１）
Ｃｏｓｔ

（２）
Ｌｃ

（３）
Ｍａｒｋｕｐ

（４）
Ｔｆｐ

ｌｏｇ（Ｄｉｓｔｌｊ，ｔ－１） －０．００５８１＊＊ －０．００５９３＊＊ －０．００５８１＊＊ －０．００５８２＊＊

（０．００２８５） （０．００２８６） （０．００２８５） （０．００２８５）

Ｄｉｓｔｌ×Ｐｒｏｘｙ ０．００２４４＊＊＊ ０．００１２０＊＊＊ ０．００２３１＊＊＊ ０．０００４７４＊＊＊

（０．０００４４５） （０．０００２１６） （０．０００４４１） （０．００００９０８）

Ｐｒｏｘｙｊ，ｔ－１ －０．０８３９＊＊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３６０） （０．００４６８） （０．１０４） （０．００４６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ＨＳ６－Ｆｉｒｍ－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ＨＳ６－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　 ３９５２１９　 ３９３９５０　 ３９５２１９　 ３９５２３１
Ｒ２ ０．８７４　 ０．８７４　 ０．８７４　 ０．８７４
ａｄｊ．Ｒ２ ０．７４３　 ０．７４３　 ０．７４３　 ０．７４３

　　注：Ｐｒｏｘｙ对应的是每列题目中的变量；＊表示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列（２）
中由于Ｌｃ本身涵盖了Ｔｆｐ的信息，因此在控制了Ｌｃ水平项后没有进一步控制Ｔｆｐ。

　　估计结果显示，成本越高的企业，工资扭曲对产品质量的负向影响越小；能力越强的企业，工资扭
曲对产品质量的负向影响越小。这一结果是符合预期的，对于成本较高的企业，工资扭曲可以有效帮
助它们降低成本压力，进而为企业提升产品质量提供资金支持，从而缓解成本因素对出口产品质量的
负面影响，此时成本效应的正面影响会更强。同时，当企业能力足够强时，工资扭曲所带来的效率损
失对于它而言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不会严重影响到它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的决策，因而它更容易忍受
工资扭曲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但值得指出的是，即便企业能力足够强，也只能缓解工资扭曲对出口产
品质量的负面影响，在我们的样本区间内，即使存在企业能力的正向调节，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工
资扭曲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仍是负向的。对照上文中的基准估计结果，工资扭曲对中国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整体影响为负，这更加强化了本文在基准部分的担忧，即便工资扭曲确实降低了企业的生产
成本，尤其是用工成本，进而使企业出口扩张，但它对企业能力的损害无法被低成本的积极效应所抵
消，进而导致出口产品质量难以得到显著提升。

（三）工资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拓展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按出口产品质量的均值将样本划分为高质量产品和低质量产品两个子样本，进而考

察既有产品质量对工资扭曲作用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６前两列所示，列（１）为高质量产品组，列（２）

为低质量产品组。同时，借鉴已有研究，探讨企业所有制的差异性影响，具体如表６后三列所示，列
（３）为本土企业组，列（４）为外资企业组，列（５）为外资占比超过５０％的外资企业组。

　表６ 工资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拓展性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高质量产品组 低质量产品组 本土企业 外资企业 ＦＤＩ＞０．５
ｌｏｇ（Ｄｉｓｔｌｊ，ｔ－１） －０．００６６２＊＊ ０．２８９ －０．２６４ －０．００５８８＊＊ －０．００５９２＊

（０．００３１２） （０．３２０） （０．３２９） （０．００２９７） （０．００３０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ＨＳ６－Ｆｉｒｍ－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ＨＳ６－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　 ２０４１２８　 ８３７２７　 ７５７９５　 ２６５９９０　 １７５６１２
Ｒ２ ０．８６２　 ０．８１９　 ０．８８８　 ０．８７８　 ０．８８７
ａｄｊ．Ｒ２ ０．７０８　 ０．５５５　 ０．７１８　 ０．７５２　 ０．７６５

注：＊表示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如表６所示，我们发现，工资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负向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高质量产品和
外资企业方面。低质量产品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往往采用价格竞争，因此成本效应的正面作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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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加明显，综合而言，工资扭曲对其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正负抵消。类似的逻辑也可以应用于本土
企业组的情况，外资企业往往有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并且可能大量使用进口中间品，尤其是来自于

ＯＥＣＤ国家的中间品，这让它们的产品具有相对更高的质量，进而在两个拓展性分析中，其反映的内
涵是一致的。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工资扭曲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深远，因为
它所损害的可能正是我国现在正努力培育和支持的高水平企业，从而使得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
先锋企业难以充分发挥出它们应有的积极作用，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在这段时
期内一直没有明显提升的原因。

五、结语

本文的研究表明，工资扭曲显著地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工资扭曲对出口产品
质量的影响主要是基于“成本效应”和“能力效应”两个渠道实现的，工资扭曲的负面作用在成本约束
较强的企业和能力较高的企业中会得到一定的缓和。基于拓展性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工资扭曲
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损害主要表现在高产品质量企业和外资企业中。这些研究结论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服从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的要素市场改革相对滞后。在劳动力市场方

面，我国的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并导致工资扭曲的长期存
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对外需市场的数量型粗放扩张显然不合时宜，对低成本的过度依
赖也难以为继，外贸发展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驱动转换势在必行。因此，我们不仅要正确看待
当前的工资上涨，而且也要理性看待我国当前的外贸增速放缓。比如，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与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这两个阶段，同样是工资上涨及工资扭曲的下降，但由于前一阶段中国面临刚加入 ＷＴＯ的有利外部
需求环境，而后一阶段中国面临的却是肇始于２００８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因此，两个阶段的出口增速截然
不同。也就是说，当前我国所面对的外贸减速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工资的持续上涨。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及其讨论意味着，近十几年的工资持续上升有其合理性，作为对工资扭曲的

一种纠正，工资上涨很可能反映的是对劳动力市场相应改革推进的结果，并将有助于促进我国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我们需要认识到长期以来的“低工资”并非正常或理所应当，它甚至可能是一个
诱人的陷阱。对于工资扭曲的纠正虽然会在短期内不利于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张，但它可能在客观上
推动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对于实现我国外贸的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前外贸增速放缓的
表象背后很可能孕育着新的国际竞争优势。

注释：

①我们仅仅是在模型设定上，使用
ｗｊ
ｄｊ
代替市场均衡工资ｗｊ，相当于假定存在外生的工资扭曲，这一思路与 Ｈｓｉｅｈ和Ｋｌｅｎｏｗ相

同。之所以假定外生的工资扭曲，是因为中国工资扭曲的形成源于诸多历史性的原因，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实施的重工业优先
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之后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固有的等级森严的户籍制度等。

②在 Ｈｓｉｅｈ和Ｋｌｅｎｏｗ中，他们使用（１＋参数）的方式来表示扭曲，从而参数与０相比即可区分出正向扭曲与负向扭曲。我们在
这里直接引入扭曲ｄ，与他们表示的方式稍有差异。依据前文扭曲的含义，我们将其与１相比来区分正向扭曲与负向扭曲。若ｄ＞１，
则说明工资报酬小于劳动要素应得，反之则相反。

③李坤望等指出企业快速进入退出出口市场是中国“质量调整之谜”的重要影响因素［１９］。
④需求函数及具体的变量说明参见理论模型部分的基本模型设定。
⑤剔除企业名称中包含“进出口”“进口”“出口”“贸易”“外经”“外贸”等字样的样本。
⑥即保证“企业—产品—目的地”这一组合的每个观测值都是唯一的，三项雷同的将出口额和出口数量进行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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